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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商业银行作为我国银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测

算其结构性全要素生产率( TFP) 增长水平并探究其增长来源具有重要意义。基于 2013—2019 年
83 家城市商业银行的数据，使用加总的 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测算并分解城市商业银行的结构性
TFP增长，结果发现，尽管研究期间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整体技术水平有明显进步，但整体效率变化
的抑制作用更明显，从而导致结构性 TFP增长总体呈下降趋势。对整体效率变化的进一步分解发
现，个体城市商业银行加总的技术效率变化和结构效率变化均表现为抑制作用; 整体技术变化的进

一步分解发现，个体城市商业银行加总的技术水平进步是整体技术水平进步的主要驱动力，而制度

创新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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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城市商业银行( 以下简称“城商行”) 作为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中坚力量，自批准成立以来，
就明确定位于服务中小企业和城市居民。城商行总资产从 2012 年的 12． 3 万亿元增至 2020 年的 41． 1 万亿
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比例相应地从 9． 2%增至 12． 8%，资产规模仅次于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
业银行。城商行整体在迅速扩张的同时，其内部各家城商行发展却出现分化。在 2020 年度“全球银行品牌
价值 500 强排行榜”中，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和江苏银行三家城商行进入前 100 名，其总资产均超过 2 万亿
元。然而，在公布的 2020 年 116 家城商行中，近一半城商行的总资产不足 2 千亿元，21 家城商行低于 1 千亿
元。由此，在改革发展的进程中，尤其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城商行整体究竟是“内外兼修”还
是“大而不强”，是否存在结构性资源错配以及如何提高其整体竞争力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外，国家自
2011 年起收紧了城商行异地设立分支机构的政策，要求城商行回归本源，坚持本地化、特色化、差异化经营。
对此，城商行能否适应新的监管环境、相关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是否有必要为城商行的本地化经营提供进一
步的政策指引等问题同样需要相关的经验证据予以支持。
基于此，运用加总的 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评价城商行的结构性全要素生产率( Total Factor Productivi-

ty，TFP) 增长水平，并从产业和个体两个维度对城商行结构性 TFP增长进行分解，以探究城商行结构性 TFP
增长来源并分析其变化情况，为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城商行的实施，实现“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
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的目标提供理论依据。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



部分是研究方法，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边界分析法作为主流的绩效评价方法，广泛应用于银行等金融机构。边界分析法主要分为以随机前沿
方法( Stochastic Frontier Approach，SFA) 为代表的参数方法和以数据包络分析(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方法为代表的非参数方法。两者的区别在于参数方法需要预先设定生产函数形式，而非参数方法不
需要。对于非参数的 DEA 方法，Sherman ＆ Gold( 1985) ［1］首次将其应用于评价银行分支机构的效率水平。
由于具有不需要预设生产函数形式、允许效率随时间变化等优点，DEA 方法目前成为银行部门绩效评价研
究中最流行的方法之一( Wu et al．，2006) ［2］。区别于静态的效率评价，TFP 增长测算则是考虑跨期的动态
变化。在各种 TFP增长测算方法中，由 Caves et al． ( 1982) ［3］在 Malmquist( 1953) ［4］基础上构建的 Malmquist
生产率指数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方法，但是由于 Malmquisit 生产率指数基于距离函数( Distance Function) ，不
能有效解决非期望产出问题。对此，Chambers et al． ( 1996) ［5］在 Luenberger( 1992) ［6］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基
于方向性距离函数(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的 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该生产率指标不仅可以自由选
择投射方向，还可以允许期望产出扩张的同时非期望产出缩减。此外，具有可加性的方向性距离函数使得
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具有相同的性质。基于 Luenberger 生产率指标的可加性，Mussard ＆ Peypoch
( 2006) ［7］分解了加总的 Luenberger 生产率指标，既依据属性分解为加总的技术变化和加总的技术效率变
化，又将加总的指标分解到每个决策单元———个体的技术变化和个体的效率变化。Boussemart et al．
( 2020) ［8］将加总的 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分解为加总的技术变化和加总的效率变化后，进一步将加总的效
率变化分解为个体加总的技术效率变化和结构效率变化。朱宁等( 2021) ［9］则在 Boussemart et al． ( 2020) ［8］

的基础上将加总的技术变化进一步分解为个体加总的技术变化和制度创新变化。
现有关于城商行 TFP增长的研究中，Matthews ＆ Zhang( 2010 ) ［10］将自助法( Bootstrap) 引入中国商业银

行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测算，结果发现，城商行在 2003—2007 年的平均 TFP 增长为正。王兵和朱宁
( 2011) ［11］使用共同边界 Malmquist － 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算了我国 27 家商业银行 TFP增长及其成分，
结果表明，城商行在偏离共同边界的技术落差比率方面逐步上升。李广子等( 2014 ) ［12］同样基于共同边界
Malmquist － Luenberger 生产率指数系统考察中小银行的 TFP、影响因素及其收敛性，其中发现，城商行 TFP
在 2007—2009 年间呈现小幅度增长。李双建和刘凯丰( 2016) ［13］采用 SBM方向距离函数和 Malmquist生产
率指数测算了我国城商行 2007—2015 年的 TFP 增长，研究发现，城商行 TFP 整体呈上升趋势，并且其增长
主要依靠技术效率改善。杨振和孙计领( 2017) ［14］采用 Färe － Primont指数对城商行 TFP增长进行测算和分
解。Zhu et al． ( 2018) ［15］在共同边界框架下引入一种非径向的双期 Luenberger 生产率指标对中国商业银行
的 TFP增长进行测算，结果发现，城商行的 TFP增长主要受效率改善驱动。朱宁等( 2021) ［9］构建了结构性
TFP增长的分解框架，并将其应用于包括地区性商业银行( 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 在内的中国银行
业 TFP增长研究，结果显示，加总的个体技术变化对地区性商业银行的结构性 TFP 增长驱动作用要更为突
出。李朝鲜和杨思远( 2022) ［16］使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测算了 2012—2019 年区域性城商行的 TFP变动，
发现 TFP呈波动下降趋势。李俊青等( 2022) ［17］使用两阶段网络 DEA 模型测算了包括城商行在内的银行
TFP增长作为银行技术进步变量，发现在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削弱银行业竞争的过程中，银行技术进步是关键
中介机制。
对上述文献进行梳理发现，现有研究大多从个体银行的角度出发，较少针对城商行整体测算其 TFP 增

长并系统全面探究其增长来源，尤其忽视了城商行 TFP 增长的重要来源———结构效率变化。朱宁等
( 2021) ［9］虽然将结构性 TFP增长分解框架应用于地区性商业银行的 TFP增长及其来源的测算，但由于其样
本中仅选取了 46 家地区性商业银行，且其中除城商行外还包含了农村商业银行，样本数量较少的同时未能
针对城商行这一类别银行的结构性 TFP 增长水平提供较为客观的评价及相关的政策建议。为弥补城商行
结构性 TFP增长研究的不足，将专门针对城商行进行结构性 TFP增长的测算、分解与评价。

三、研究方法

基于 DEA方法的城商行生产可能性集( Production Possibility Set，PPS) 可以按照如下方法构建:假设第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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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家城商行使用 m种投入生产 s种期望产出和 l种非期望产出，即 xtj = ( xt1j，…，x
t
mj ) 、y

t
j = ( yt1j，…，y

t
sj ) 和 btj =

( bt1j，…，b
t
lj ) 分别为城商行 j在时期 t的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假设非期望产出具有弱可处置性，且城商

行处于规模报酬不变 ( Constant Ｒeturns to Scale，CＲS) 的情形，由此构建的个体城商行 PPS如式(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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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城商行整体而言，时期 t的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为所有个体城商行的加总，即分别如式( 2)
～式(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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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Li ＆ Ng( 1995) ［18］的研究，在 CＲS假设下，城商行整体的 PPS可表示为，T t
Σ = ∑

n

j = 1
T t

j = T t
j。

( 一) 方向性距离函数(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DDF)
CＲS假设下测算个体城商行无效率值的 DDF如式( 5) 所示。

D→ t
j ( x

t
j0，y

t
j0，b

t
j0 ; g

t
X，g

t
Y，g

t
B ) = max β

s． t．∑
n

j = 1
λ t

j x
t
mj ≤ xt

mj0 － βgt
Xm
，∀m

∑
n

j = 1
λ t

j y
t
sj ≥ yt

sj0 + βgt
Ys，∀s

∑
n

j = 1
λ t

j b
t
lj = bt

lj0 － βgt
Bl
，∀l

λ t
j ≥ 0

( 5)

同理，式( 6) 表示整体城商行在 CＲS假设下的 D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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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城商行的结构性 TFP增长及其分解
借鉴 Boussemart et al． ( 2020) ［8］和朱宁等( 2021) ［9］的研究，从产业和个体两个维度对城商行的整体结

构性 TFP增长进行定义和分解。
1．整体结构性 TFP增长及其分解。根据基于 DDF的 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城商行的整体结构性 TFP
增长( Overall TFP Change，OTFPC) 定义如式( 7) 所示。

OTFPCt，t +1 = 1
2［D

→ t
Σ ( X

t，Yt，Bt ) － D→ t
Σ ( X

t+1，Yt+1，Bt+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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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 ( X

t+1，Yt+1，Bt+1) ］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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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7) 中，城商行的 OTFPC可以分解为整体效率变化( Overall Efficiency Change，OEC) 和整体技术变化
( Overall Technological Change，OTC) 。OEC表示城商行整体以各个时期技术为条件的跨期效率变化程度;
OTC则表示城商行整体技术边界的移动程度。

OTFPCt，t +1 = OECt，t +1 + OTCt，t +1 ( 8)
OECt，t +1 = D→ t

Σ ( X
t，Yt，Bt ) － D→ t +1

Σ ( X
t+1，Yt+1，Bt+1 )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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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式( 8) ～式( 10) 中，若 OTFPCt，t +1 、OECt，t +1 和 OTCt，t +1 为正，分别表明城商行的整体 TFP 提高、整体效
率水平改善和整体技术水平进步; 反之，分别表明整体 TFP降低、整体效率水平恶化和整体技术水平退步。

2．整体效率变化与整体技术变化的进一步分解。在整体结构性 TFP 分解的基础上，针对式( 9) 的 OEC
和式( 10) 的 OTC作进一步分解。
一方面，城商行的 OEC 可分解为个体城商行加总的技术效率变化( Aggregate 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ATEC) 和结构效率变化( Structural Efficiency Change，SEC) 。其中，ATEC 作为城商行整体效率变化
的一部分，反映所有个体城商行跨期技术效率变化程度的加总; SEC作为 OEC 与 ATEC 之差，反映城商行整
体结构的优化程度，即个体城商行之间资源再配置水平的变化。

OECt，t +1 = ATECt，t +1 + SECt，t +1 (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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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11) ～式( 13) 中，若 ATECt，t +1 和 SECt，t +1 为正，分别表示个体城商行加总的技术效率水平提高和结

构效率水平改善; 反之，则分别表明加总的技术效率水平降低和结构效率水平恶化。
另一方面，城商行的 OTC由个体城商行加总的技术变化( Aggregate Technological Change，ATC) 和制度

创新变化(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Change，IIC) 两部分构成。其中，ATC反映所有个体城商行技术边界移动程
度的加总，且每个个体城商行技术边界的移动皆作用于整体技术边界的移动; IIC 反映除个体城商行技术变
化作用外的其他因素所导致的整体技术水平的变化，主要为城商行所面临的宏观环境的变化。

OTCt，t +1 = ATCt，t +1 + IICt，t +1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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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14) ～式( 16) 中，若 ATCt，t +1和 IICt，t +1为正，分别表示个体城商行加总的技术水平进步和城商行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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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创新环境改善; 反之，则分别表示加总的技术水平退步和制度创新环境恶化。
汇总式( 8) 、式( 11) 和式( 14) ，OTFPC的分解公式如式( 17) 所示:

OTFPCt，t +1 = ATECt，t +1 + SECt，t +

       

1

OECt，t+1
+ ATCt，t +1 + IICt，t +

       

1

OTCt，t+1
( 17)

四、实证分析

( 一) 数据处理与变量选取

选取了 83 家城商行① 2013—2019 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测算城商行的结构性 TFP 增长及其来源。所有数
据来源于 Wind数据库及各样本银行的财务报表，并以 2013 年为基期用 GDP平减指数进行价格调整。
前人已对银行投入和产出变量的选取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生产法和中介法是两种主流的变量选取方

法( Berger ＆ Humphrey，1997) ［19］。由 Benston( 1965 ) ［20］提出的生产法将银行视为存款和贷款服务的提供
者，从而把存款和贷款都作为产出变量; 中介法认为银行充当储户和借款人两者之间金融中介的角色，其中，

资产法作为中介法中最具代表性的方法，通常将存款和其他可贷资金作为投入，贷款和其他盈利资产作为产

出。此后，Drake et al． ( 2006) ［21］在中介法的基础上提出利润导向法( Profit － oriented Approach) ，将利息、佣
金等收益要素纳入产出变量的选取。Zhu et al． ( 2019) ［22］在探索中国商业银行内生性风险偏好的研究中，
通过一系列实证检验筛选出能够真实模拟中国商业银行发展路径的变量组合。参考 Zhu et al． ( 2019) ［22］的
做法，最终选取利息支出、非利息支出和固定资产作为投入变量，正常贷款和非利息收入作为期望产出变量，
不良贷款作为非期望产出变量。

1．投入: 利息支出、非利息支出、固定资产。利息支出: 利息支出是城商行支付给企业或个人的存款利
息，反映筹集资金所付出的代价。非利息支出: 非利息支出是城商行除利息支出外维持经营和开展业务必要
的开支。该项支出的有效控制能提高城商行的技术效率及盈利能力( 赵旭，2000) ［23］。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
是城商行开展经营活动必要的实物载体，具体包括办公楼、营业网点、办公设备和 ATM 等，其合理利用程度
会直接影响银行整体效率水平。李双杰和高岩( 2014) ［24］的统计显示，截至 2013 年 5 月涉及银行效率和生
产率的 55 篇文献中，31 篇将固定资产纳入投入指标。

2．期望产出: 正常贷款、非利息收入。正常贷款: 正常贷款定义为贷款总额中扣除不良贷款的部分，是城
商行利息收入的主要来源方式，而利息收入又在城商行营业收入中占有较大比重。正常贷款数额的大小直
接关系到城商行的盈利能力及经营效率的高低( 李双建和刘凯丰，2016) ［13］。非利息收入: 近年来，包括城商
行在内的中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发展迅速，为反映城商行经营中间业务所取得的成果，将非利息收入作为期

望产出变量。
3．非期望产出: 不良贷款。不良贷款: Fukuyama ＆ Weber( 2008) ［25］认为不良贷款是贷款产出过程中的

“副产品”( By － production) ，应当作为非期望产出，而非投入。Guarda et al． ( 2013) ［26］通过一系列的实证研
究支持了上述观点。将不良贷款作为非期望产出能够弥补忽视风险因素可能引起的测算误差。
对于方向向量 ( gx，gy，gb ) 的选取，本文以 2013 年为基期测算所有样本年份的结构性 TFP累积增长率，

将基期所有样本城商行各投入、产出的加总作为方向向量，即 ( gx，gy，gb ) = ( X2013，Y2013，B2013 ) ，以使得 TFP
增长测算具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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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选择的 83 家城商行样本包括，上海银行、上饶银行、东莞银行、东营银行、临商银行、丹东银行、乐山市商业银行、九江银行、云南红塔
银行、保定银行、兰州银行、北京银行、华融湘江银行、南京银行、厦门国际银行、台州银行、吉林银行、哈尔滨银行、唐山银行、嘉兴银行、四川天
府银行、大同银行、大连银行、天津银行、威海市商业银行、宁夏银行、宁波通商银行、宁波银行、广东华兴银行、张家口银行、徽商银行、成都银
行、抚顺银行、日照银行、昆仑银行、晋商银行、朝阳银行、杭州银行、江苏银行、江苏长江商业银行、江西银行、沧州银行、河北银行、泉州银行、泰
安银行、泸州银行、洛阳银行、济宁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浙江稠州商业银行、湖北银行、潍坊银行、焦作中旅银行、珠海
华融银行、甘肃银行、盛京银行、秦皇岛银行、绍兴银行、绵阳市商业银行、苏州银行、葫芦岛银行、西安银行、贵州银行、赣州银行、辽阳银行、达
州银行、遂宁银行、邢台银行、郑州银行、重庆三峡银行、重庆银行、金华银行、锦州银行、长安银行、长沙银行、阜新银行、雅安市商业银行、青岛
银行、青海银行、鞍山银行、齐商银行、齐鲁银行。



表 1 各投入、产出变量描述性统计( 单位:百万元，% )

变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平均增长率

利息支出 107 61161 6249 8943 1． 43 17． 43

非利息支出 124 38957 3784 4891 1． 29 15． 61

固定资产 35 17797 1377 1764 1． 28 11． 99

正常贷款 3913 1426100 108723 159100 1． 46 18． 52

非利息收入 3 20321 1489 2342 1． 57 19． 95

不良贷款 5 37685 1655 2743 1． 66 32． 45

表 1 为 2013—2019 年各投入、产出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中可以看出，尽管城商行属于中小型区域性
银行，但不同城商行发展规模存在较大差异，这可能与部分城商行成立较早、所在地经济发达或率先实施跨
区域经营有关。此外，不良贷款的变异系数为 1. 66，平均增长率为 32. 45%，均超过其他变量，说明不良贷款
不仅在不同城商行之间差异相对较大，而且平均增长较快，因此将不良贷款作为非期望产出能较为合理地反

映城商行在风险管控方面的经营绩效。
( 二) 城商行结构性 TFP增长及分解
1．城商行整体结构性 TFP增长及其分解的分析。图 1 提供了 2013—2019 年城商行整体结构性 TFP 的
累积增长率及其分解。可以发现，我国城商行的整体结构性 TFP 增长总体呈下降趋势，累积增长率为
－ 9. 88%。整体结构性 TFP增长的下降趋势具体可从整体效率变化和整体技术变化两方面进行分析。总
体而言，2013—2019 年我国城商行的整体效率变化呈下降趋势，累积增长率为 － 17. 16% ; 整体技术变化则
呈增长趋势，累积增长率为 7. 28%。由此可见，尽管总体而言我国城商行的整体技术水平有明显进步，但整
体效率变化的抑制作用更明显，从而导致城商行整体结构性 TFP 增长呈现下降趋势，即整体效率恶化是导
致整体结构性 TFP增长呈下降趋势的主要原因。
一方面，我国城商行整体效率恶化的重要原因可能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受实体经济去产能，三、四线

城市房地产市场去库存等因素影响，我国城商行资产质量持续承压。全文选取的样本银行 2019 年不良贷款
总额是 2013 年的 5. 9 倍，从中可以看出，城商行整体信用风险管理面临较大压力。因此，近年来，城商行在
持续加强内部建设、强化风险管理的同时，加大力度控制业务管理费的增长以及新网点的开设，从图 1 可以
看出我国城商行在 2018—2019 年的整体效率变化为正值，增长率为 2. 12%，说明城商行的一系列管控举措
初见成效。
另一方面，对于我国城商行整体技术水平进步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商行积极推动服务创新和数

字化转型。近年来，包括城商行在内的中国商业银行将科技手段融入渠道建设与网点布局，通过开发专业软
件、推广自助服务模式、构建全方位电子银行服务体系等方式促进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传统金融服务。尤其
自 2015 年起，城商行开展并不断升级“互联网 +”行动，强化互联网金融与传统业务、地方特色相融合。除
此之外，随着金融科技的迅速发展，城商行开启数字化转型，将大数据、云计算嵌入业务经营、风险管理以及
内部控制的各个流程，实施数据驱动发展战略。

2．整体效率变化与整体技术变化的进一步分解。为探究城商行整体效率变化与整体技术变化的深层次
原因，分别对两者在个体和产业维度的分解进行分析。
( 1) 城商行整体效率变化的进一步分解分析。图 2 提供了城商行整体效率变化依照式( 11) ～式( 13) 的

分解结果。从整个研究期间看，个体加总的技术效率变化和结构效率变化两者总体上均呈下降趋势，累积增
长率分别为 － 7. 99%和 － 9. 71%，说明两者均对整体效率变化及整体结构性 TFP增长起抑制作用。从研究
年份的变化情况来看，结构效率变化与整体效率变化两者的波动趋势大体相似，表明结构效率水平恶化对整

体效率变化的抑制作用更明显。
个体城商行加总的技术效率水平的降低部分解释了城商行整体效率水平的恶化。首先，技术效率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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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商行整体结构性 TFP的累积增长率及其分解

是我国银行业持续发展的瓶颈( Zhu et al．，2020) ［27］。其次，城商行的业务结构较为单一，高度依赖存贷利
差的盈利模式，在金融脱媒、经济下行和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其既面临来自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的同质化
竞争，又受到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冲击( 陈一洪，2021) ［28］。城商行作为区域性银行，其盈利能力受互联网金融
的负面影响要明显大于全国性大中型银行( 刘孟飞和王琦，2021) ［29］。再者，城商行面对产业结构调整以及
中小企业经营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在处理不良贷款数额攀升方面略显乏力( 朱宁等，2014; 陆岷峰和周
军煜，2021) ［30 － 31］。
结构效率变化呈现的总体恶化可能有以下原因: 第一，金融分权和地方经济差异使得包括城商行在内的

地区商业银行之间明显缺乏协调性( 朱宁等，2021) ［9］; 第二，各城商行之间存在较大的效率差异( 朱宁等，
2018) ［32］，进一步增加了协调的难度; 第三，我国银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同质化竞争问题( 张晓明等，2019;
李泽广等，2017; 王龑等，2014) ［33 － 35］，而这种同质化竞争问题也存在于城商行之间，使得城商行整体的结构

性矛盾较为突出，主要表现为业务结构单一，不同城商行之间难以有效整合资源、实现差异化竞争。针对城
商行结构效率恶化趋势，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要从银行业层面解决金融资源配置的结构性问题，也应

深入城商行等地区性商业银行，打破各城商行之间资源要素协调的壁垒，着力解决各城商行之间业务同质化

竞争导致效率水平降低或波动等问题。
( 2) 城商行整体技术变化的进一步分解分析。对于包括城商行在内的商业银行体系而言，技术进步除

了受物质技术手段更新的驱动作用外，还受政府宏观调控政策、规制措施的影响( 蔡跃洲和郭梅军，2009; 陆
岷峰，2020) ［36 － 37］。依照式( 14) ～式( 16) 对城商行整体技术变化分解的结果如图 3 所示，可以发现，个体城
商行加总的技术水平一直呈现为正值变化，说明个体城商行加总的技术水平呈逐年进步趋势，累积增长率为

28. 99% ; 相反，制度创新变化总体则表现不佳，除在 2015—2017 年有略微改善外，其余年间的制度创新变化
均为负值，研究期间累积增长率为 － 21. 70%。因此，个体城商行加总的技术水平进步是我国城商行整体技
术水平进步主要驱动力，而制度创新环境总体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商行整体技术水平的进步以及

整体结构性 TFP的增长。
首先，个体城商行加总的技术水平进步作为整体技术水平进步主要驱动力，进步幅度自 2017 年起显著

提高，仅 2017—2018 年的增长率就高达 10. 94%，在某种程度上表明，自 2017 年起“互联网 +”行动和数字
化转型对各家城商行发展的拉动作用显著提升。具体体现在，一方面，城商行持续升级运营设备和各网点服
务设施，并在此基础上搭建立体化物联网金融平台，为其发展小微金融、个体金融服务和强化银行内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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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城商行整体效率变化的累积增长率及其分解

提供了条件;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推动了城商行在网点、营销、服务、投资顾问和风险防控等领域
的智能化，有效降低了运营成本，提升了服务质量，提高了精准识别与应对风险的能力。
其次，对于制度创新环境有待改善，既可能来源于行业监管环境欠佳，也可能来自限制城商行跨区域经

营政策的出台与实施。城商行自身行业监管不严使得国家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不到位，给城商行的经营带来
隐患( 李朝鲜和杨思远，2022) ［16］。监管层对城商行异地设立分支机构政策的收紧也使得城商行扩张步伐放
缓，给城商行整体发展带来下行的压力。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调控政策对城商行的影响在 2018—2019 年已
有所减缓。此外，近年来，城商行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完善公司治理，加强制度建设，在优化公司治理架构
的基础上强化党的领导，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银行公司治理模式。城商行治理模式的完善与创新
能否改善制度创新环境从而推动整体技术水平的进步以及整体结构性 TFP 的增长，有待进一步的测算与完
善。

五、结论

早期研究从个体银行角度测算城商行 TFP 增长会忽略银行间资源的重新配置作用，即结构效率变化，
而持续深化银行业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城商行 TFP，亟需城商行结构效率变化方面信息的支撑。在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基于 2013—2019 年 83 家城商行的数据，使用加总的 Luenberger 生产
率指标测算我国城商行的结构性 TFP增长及来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商行的整体结构性 TFP增长有待
提高。究其原因，主要与城商行整体效率变化下降有关。虽然城商行的整体技术变化表现出明显的进步趋
势，但整体效率水平恶化的抑制作用更明显，从而导致整体结构性 TFP 的累积增长率为负。为探究城商行
整体结构性 TFP下降的深层次原因，分别对整体效率变化和整体技术变化进行分解。对整体效率变化分解
发现，个体城商行加总的技术效率变化和结构效率变化均对整体效率变化及整体结构性 TFP 增长起抑制作
用; 整体技术变化的分解结果表示个体城商行加总的技术进步对整体技术进步起推动作用，而制度创新环境

则有待进一步完善。
综上所述，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 1) 将银行业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城商行范围内，着力优化资

源要素在各城商行之间的配置，即改善结构效率，在坚持本土化、差异化的经营定位的同时提高各城商行之
间业务的协调性。( 2) 城商行应积极发展新型业务，提高产品创新性，统筹兼顾传统信贷业务的经营和新型
中间业务的发展，从而避免产品和业务趋于单一化和同质化，实现城商行之间错位竞争、相辅相成，整体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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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城商行整体技术变化的累积增长率及其分解

化、多元化经营。( 3) 部分地区的中小城商行可尝试通过合并重组的方式来扩大规模，促进金融资源要素整
合，强化不同业务之间的协同作用，增强合并后银行主体抵御与应对风险的能力。( 4) 城商行可通过特色化
经营、与全国性银行差异化竞争等方式提高盈利能力，比如，努力实现在小微金融、社区金融、农村金融等普
惠金融领域经营的专业化、可持续化，同时，增强不良贷款等风险事项的管理与处置能力，以实现技术效率水
平的提升。( 5) 结合制度创新环境有待改善的结论，监管部门推动城商行完善治理架构、创新治理模式的同
时，应为城商行本土化经营提供相关政策指引，此外，地方政府也应加大对城商行的支持力度，引导城商行积

极为地方经济建设提供金融支持，从而创造良好的制度创新环境。( 6) 在已取得显著成果的基础上，持续推
动服务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一方面，加快数字化转型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系统平台获取数据的精准性、传
输数据的高效性、处理数据的智能性以及存储数据的安全性; 另一方面，实施金融科技人才引进战略，培养能
有效融合业务和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为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试验和应用以及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提供人
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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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of City
Commercial Bank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tructural Ｒeform

ZENG Hengyu1， ZHU Ning2

(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Guangdong 510006，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Guangdong 510006，China)

Abstract: As the city commercial bank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banking sector，it is significant to
measure its structur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growth and explore its source in the context of financial supply
－ side structural reform． Based on the data of 83 city commercial banks from 2013 to 2019，this paper applies an ag-
gregate Luenberger productivity indicator to measure and decompose the structural TFP growth of the city commer-
cial banks． It is found that，although the overall technology change of the city commercial banks shows an obvious
increase，the inhibition effect of overall efficiency change is more obvious，which leads to the overall downward trend
of structural TFP growth． For the further decomposition of the overall efficiency change，it is fount that both the ag-
gregat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individual city commercial banks and the structural efficiency change show inhibition
effect in general． For the further decomposition of the overall technology change，the aggregate technology progress of
individual city commercial banks is found to be the main driver of the overall technology progress，while the institu-
tional innovation change needs to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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